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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种群的放归是大熊猫保护的难
点之一！”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胡杰说。那么，大熊猫回家的路，要如何走
下去？

专家呼吁，笼罩在光环下的大熊猫的
归家之路应由理性来引导。

2007年，第一只放归野外的大熊猫“祥
祥”之死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从 2006年 4
月 28日放归，到 2007年 2月 19日被证实
死亡，6岁的“祥祥”在真正的大自然中只度
过 9个月的短暂时光。
“祥祥”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波折。
2006年冬天，无线电定位监测数据显

示，“祥祥”出现了突然性的长距离移动。工
作人员随后发现，“祥祥”在一次野外打斗
中受了重伤。但是，一星期治疗后，“祥祥”
再次踏上回家之路。不久，便因再次打斗摔
下悬崖。

有专家认为，“祥祥”作为第一只野外
放归的圈养熊猫，当时被当成人工繁育大
熊猫的标志性事件，公众对此期待极大。
“祥祥”受伤后如果再重新圈养、评估，则意
味着放归实验走上回头路。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张泽钧在总结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后认
为，除技术问题外，项目管理、放归计划、公
众保护意识等社会生物学因素也影响放归
的成功。

张泽钧说：“由于圈养动物的野外放归
是一项需要花费巨大资金、投入大量时间
和人力的系统工程，放归的过程既离不开
生物学家的参与，也需要得到相关主管部
门的政策支持以及对放归项目卓有成效的
组织管理。”

同时，公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放归项目的前景。

比起承载了太多荣誉和期待的“祥
祥”，误闯进都江堰城区的“盛林 1号”就幸
运得多。

2005年 8月，“盛林 1号”被放归至四
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之后
的 8个月中，研究者通过 GPS全程跟踪了
“盛林 1号”的踪迹。

2007年的跟踪监测显示，这只雌性成
年大熊猫，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大熊猫种群。
放归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
工程师古晓东说：“这只熊猫不仅放归成功
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它身上吸取了很多
经验。”

比如，“盛林 1号”也被发现突然性地
长距离移动，这让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放
归野生大熊猫，还是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到
野外，放归区域大熊猫种群状况对放归的
大熊猫能否生存影响很大。

科学家还发现，雌性大熊猫更易于被
异地野生种群接受，因此可以考虑培训一
定性别比组成大熊猫个体群，放归到曾经
有野生大熊猫分布的栖息地，形成一个新
的种群。

与此同时，“带仔放归”也成为大熊猫
放归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所谓“带仔放
归”，主要是指把怀孕后的雌性个体放归野
外。

可喜的是，近年来，大熊猫放归工作已
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2009 年 4月，大熊猫“泸欣”在雅安石
棉栗子坪的原始森林中被放归。专家表示，
大熊猫是以雄性为中心的动物，族群里所
有的雌性大熊猫都是外来的，因此，和帅哥
“祥祥”的命运不同，美女“泸欣”至今在野
外生活状况良好。

今年 7 月，大熊猫“锦竹”在半野化环
境中成功产仔。幼仔从出生就避免与人产
生接触，在仿野外环境中长大，将对圈养大
熊猫的野化培训与放归研究有相当大的帮
助。

正是如此，今年卧龙保护大熊猫研究
中心选择了 6只怀孕大熊猫参与大熊猫野
化培训研究，用新的办法帮助大熊猫走上
回家的路。

尽管如此，胡杰认为，目前，我国在大
熊猫圈养种群的放归方面尚处于探索阶
段，还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

古晓东也表示：“研究者、保护者都要
理性地面对公众对大熊猫的期待，要严格
按照客观事实进行科学的论证。”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我国首次开展国宝大
熊猫的调查工作，并判断大熊猫种群数量为 2000
只左右。1985年，第二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全
国野生大熊猫约 1114只。2000年开始的第三次
大熊猫调查，最终确认我国存在 1596只野生大
熊猫。

2011年 10月 25日，国家林业局牵头正式启
动第四次大熊猫普查工作。

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宝究竟有多少，特别是野
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及种群变化规律如何，至今
仍无清晰答案。

新方法利于种群研究

2006年，长期从事珍稀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
研究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魏辅文的研究小组
曾利用 DNA 检测方法对四川王朗大熊猫保护
区中的大熊猫种群数量进行调查，最终确认在这
里生存着 66只大熊猫。这一数字比 1998年第三
次大熊猫普查的结果高出 2倍。
虽然已有心理预期，但结果还是令人震惊，

因为此前获得的大熊猫数量被远远低估了。
第四次大熊猫普查旨在查清第三次调查以

来大熊猫种群数量和分布状况，建立全国及省级
数据库，并开展相关研究与评价工作。调查范围
涉及 3个省的 16个地（市、州），野外调查面积超
过 320万公顷。
据介绍，本次调查首次大范围采用 DNA技

术识别大熊猫的野外种群个体，从而为发现更大
的大熊猫种群提供可能。
“新方法能使调查结果更准确，却并不意味

着我们能发现更多的大熊猫。”魏辅文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那么，那个曾经引起轰动的“66 只”的调查

结果又如何解释？
“这并不代表数量增多了，而是由采用不同

的方法引起的。”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
管理站工程师古晓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古晓东是
一名经验丰富的大熊猫野外调查工作者。
明晰此观点的意义须追溯至第三次大熊猫

调查。
第三次调查采用了我国大熊猫研究泰斗胡

锦矗提出的“咬节法”。不同大熊猫咬食竹节的习
惯不同，留在粪便中的竹节长度便不同。竹节长
度和粪便之间的这种关系成了研究者区分大熊
猫个体的主要依据。
但恰恰是由于粪便的原因，大熊猫幼仔往往

不在咬节法统计范围之内。而 DNA检测法刚好
包含了幼仔、流动大熊猫的数量。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新旧两种办法所得

的结果应该能够相互验证。”古晓东对本报记者
表示。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

士王大军认为，不能仅从调查结果上评价大熊猫
种群的现状。“前三次调查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方法调查的结果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第四次普查仍延续使

用传统的咬节法，以便与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
尽管如此，DNA检测方法的意义却不容忽

视。研究者从野生大熊猫粪便中提取其肠道脱落
细胞的 DNA进行遗传学分析。“结果将有助于
鉴别出大熊猫的性别，判断个体间的亲缘关系。”
魏辅文说。
在古晓东参与的一次调查中，用咬节法调查

的结果显示一只大熊猫在相距较远的区域内活
动。“一开始，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古晓东说。后
来，通过 DNA检测法，他们准确找到了那只“不
可能”存在的大熊猫，并推测它有可能受到了人

为的追赶才跑到较远的区域。
“DNA检测法能帮助我们追寻到究竟是哪

一只大熊猫出了问题。”古晓东说，“就像我们使
用的身份证一样，大熊猫的所有基础数据都能够
保存下来，这无论对管理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有
帮助。”

孤立的小种群易灭绝

今年 6月，科学家已在四川王朗大熊猫保护
区进行了加入 DNA检测方法的试点调查。试点
调查的结果还没有公开，但参与调查的一名专家
向记者透露，调查结果是“乐观的”。
“尽管如此，我们离大熊猫保护成功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王大军说。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曾对岷山地区影响大熊猫生存环境的人类活动
方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旅游景点开发、公路建
设、采矿、高压电线、农业开发、放牧等人类活动
严重影响了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同时，这些影
响都不是单一的，各项人类活动会彼此作用而加
剧对栖息地的破坏。
许多专家都认识到，一直以来大熊猫保护工

作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大熊猫栖息地被一再分割，
成为若干孤立的“岛屿”。这种对大熊猫种群造成
的隔离，致使被隔离的小种群迁移或灭亡。

2003年，国家林业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
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熊猫的生存共有 18个
相互完全隔离的种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现

在的状况更糟糕，散布在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大
熊猫栖息地“碎片”已经超过了 30个。
世界自然基金会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称：

“如果某块隔离栖息地中只有 5到 8只大熊猫，
这样小的种群极有可能在 2至 3代以后局部灭
绝。”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范志勇直接指出，

造成小种群容易灭绝的罪魁祸首正是不断扩张
的交通建设和随之加快的森林采伐。

今年 2月，魏辅文与他的课题组发布的一项
研究成果指出，在种群隔离最为严重的相岭山系
中，大熊猫孤立小种群曾发生过严重的崩溃，种
群数量开始剧烈下降。

2005年 3月到 10月，调查组的 10多名组员
深入野外，共取得 142份大熊猫粪便样本。调查

发现，大渡河和国道 108阻隔了该地区大熊猫的
迁徙和繁殖活动，相岭山系中生活的大熊猫已被
分割成了 4个小种群，每个种群数量分别为 20
只、12只、14只和 7只。

当时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朱立
峰就是课题组成员之一，他全程参与了栖息地调
查和采集新鲜粪便的工作。对于研究结果，他感
到十分担忧。
“参与繁殖的大熊猫数量小于 50只的野生

大熊猫种群，都属于小种群。”朱立峰对本报记者
说，由于隔离带来的近亲繁殖，小种群灭绝的几
率相当高。

调查队员还根据从野外搜集的蛛丝马迹中
找到两条大熊猫可能的迁徙路线。但遗憾的是，
这两条路线正好被国道 108阻断。

相反，在此区域内，大渡河虽然形成了一道
天然障碍，朱立峰及他的同事们却发现了大熊猫
曾经越过河道的痕迹。
“也就是说，沿河两侧的栖息地可能存在一

些交流的潜在通道。”朱立峰解释。
但随着垦殖、砍伐等沿河人类活动的加剧，

栖息地潜在的通道已不复存在。
为野生动物的迁徙修建专门通道是目前流

行的补救措施。然而，一名曾在索南达杰自然保
护站工作过的志愿者却认为“迁徙通道是人类的
一厢情愿”。

他曾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亲眼见到过藏
羚羊迁徙途中通过青藏铁路下面涵洞的情景。
“它们战战兢兢地前进，突
然中间有只小羊害怕地狂
躁起来，整个羊群都乱了
阵脚，不得不折返回去。”

为了让更加孤独的大
熊猫顺利迁徙，建立大熊
猫走廊带的想法被提出。
在穿过王朗自然保护区的
九环线上，位于平武县和
九寨沟县交界处的黄土梁
隧道将在 2012 年 5 月完
工。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胡杰介绍，这
是一条供车辆通行的隧
道，在隧道外则通过植被
恢复等方式建立大熊猫走

廊带。
“至于走廊带是否能让大熊猫迈出勇敢的一

步，还需要通过以后的监测来检验。”胡杰告诉本
报记者。

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博弈

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道路建设分割得支离破
碎的同时，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发展带来的利益。

范志勇认为，目前的状况就是野生动物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同时，在管理上，产生主
要影响的大型工程建设部门与保护部门往往各
自为政，这使得大熊猫保护工作举步维艰。

对此，范志勇呼吁：“我们在追求自身活动范
围不断扩大、生活条件不断变好的同时，也应为
野生动物留下生存的空间。”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古晓东则认为，必须对通

过大熊猫保护区的工程进行严格评估。“大熊猫
习惯在海拔 2500到 3000米的山上生活，那么在
保护区修建公路，建设方必须降低隧道出入口的
海拔。”他举例说。
因此，如何协调保护大熊猫与地方经济发展

问题也成了地方政府的难题。比如，雅安市荥经
县盛产大熊猫最喜好吃的白夹竹，但当地一名副
县长介绍：“它的经济效益好，当地居民不愿意给
大熊猫吃。”

对此，专家建议，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才
能协调保护大熊猫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回家的路
本报见习记者 甘 晓

链接

尽管被保护的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和大熊猫
潜在栖息地面积都在不断增加，全国大熊猫栖息
地总面积为 364万公顷，但是大熊猫的保护依然
面临重大问题。

目前，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为秦岭、岷山、邛
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凉山等六大山系；在每个
山系，又因公路、采伐、耕种、旅游、居民点等人为
干扰，栖息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至少有 24个相
互隔离的生境单元（小种群）。

该重大问题对科研的需求是：圈养大熊猫的
放归研究。放归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放
归因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复壮和重引入，根据
是否对放归过程进行辅助可以把放归分为软放
归和硬放归。

圈养大熊猫的成功放归可以调节各个相互
隔离的生境单元中的大熊猫数量、交换血缘、保
持遗传多样性，防止小种群的衰退和灭绝，同时，
这也是大熊猫迁地保护的最终目的。

目前针对大熊猫保护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
可归纳为两类。

一是大熊猫野生栖息地保护。大熊猫保护与
其栖息地的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建议将大部分大
熊猫分布区设为保护区，并建立大熊猫自由交流
的走廊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代表如大熊
猫栖息地工程计划。

二是加强大熊猫繁殖工作。大熊猫自身繁殖
机能的障碍是导致其物种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加强室内繁殖研究工作，把繁殖个体放

归野外，壮大野生种群。
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及局限性，局限性

表现在不能解决大熊猫所遭受的遗传压力。野生
大熊猫仅生存于中国，其分布的五个山系之间地
形复杂，导致大熊猫的自然繁殖只能在小种群内
进行，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遗传压力而使小种群
面临灭绝的危险。

同时，圈养大熊猫的繁殖研究，因种源极其
有限，导致人工繁殖的第二代、第三代会产生遗
传退化问题。

因此，目前保存这一物种的有效手段是将这
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其途径是通过圈养大熊猫后
代的野外放归而得以实现现。

（编自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网站资料）

“失地”大熊猫三代而亡？
本报见习记者 甘 晓

栖息地破碎化加剧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类渐
渐侵入野生动物
的生存领地。野生
大熊猫的栖息地
正被扩张的道路
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让它们邂逅本
就稀少的同类变
得更加困难。
“天堑变通

途”，为之欢呼的
是我们，却给大熊
猫留下生存的阴
影。

“祥祥”在一次野外打斗
中受了重伤。经过一星期治疗
后，“祥祥”再次踏上回家的
路。不久，便因再次打斗摔下
悬崖。

2007年，我国首只放归
野外的大熊猫“祥祥”死亡。

上图为全球首只在野化培训场出生的大熊猫幼仔“淘淘” 谢 浩（新华社供图）
下图为汶川地震后被转移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 陈 燮摄

雅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 陈 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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